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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江省政区边界的格局构建与空间类型研究 

施 剑 

(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政区边界作为政区的基本要素之一，其格局之构建直接有赖于政区边界关系之历史沿袭，以及政区辖

地划拨等因素。有清一代，浙江省辖境之内并未发生规模较大的行政区域的划拨调整，其与江苏、安徽、江西、福

建等省交界区域之间亦未见有明显的辖地分割与交换，政区等第的升格降级、县名更改等成为政区体系整顿的主要

策略，各级行政区域总体继承明制，变迁甚微，呈现较为稳定的局面。浙江各级政区界线通过历史时期不断的积累

与调适，及至清代已开始凸显出较为成熟的空间地理特征。以界线的地理形态而论，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表现

出以海( 海岛或洋面) 、山( 山岭或山系) 、水( 江河湖溪塘等) 、普通聚落点( 村庄与市镇等) 为界的四大空间

类型，而这无疑是浙江空间地理基础与人为政治过程不断互动融合的结果，也构成边界要素所处区域“地理特性”

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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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边界与幅员、形状、区域和位置等一并构成了政区本身的基本要素，其中又以幅员、边界两要素最为重要。
［1］

针对边界

要素的专题研究，属于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建国以来，许是受有关边界线资料的有限性、学术研究旨趣

及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制约，行政区划边界线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地理学以及历史政区地理的其他方面研究，边界

研究之边疆国界问题持续兴盛，而致力于内地传统时期政区边界问题，特别是直接以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学

术探讨则显得尤为不足。依笔者管窥，仅谭其骧、周振鹤、冯贤亮、徐建平等少数学者前后参与了此项研究，
①
其中代表性的成

果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八册之篇幅，总体复原了各个标准年代的中国历史疆域与政区，其中明清浙江省各级

政区边界复原至统县政区级，图幅之中蕴含了丰富的政区边界研究成果，为浙江省政区边界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
②
谭其骧另有

多篇论文直接涉及历史时期浙江政区边界变迁问题，如《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

—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等文，从区域开发的视角，探讨了浙江省界确定的历史过程，虽只是对省界、府界研究的个案

示范，但文中所提倡的有关政区建置、边界形成等一系列的思路、方法与原则( 如地方开发与新建政区之间的互动关系说) ，

对政区边界问题探讨有着广泛的指导性。稍有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图幅对边界线等未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迄今亦无

相关方面的解释性论著出版，由此也给研究者深入理解各级政区边界线的划定原因以及演变过程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而谭的上

述两文也属提纲挈领性的论述，有关历史时期浙江政区边界格局演变与空间特征的研究仍有待深化。由此，本文重点复原清代

浙江省传统政区边界格局的构建过程，细致分析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因历史积累、人为调适后所呈现的空间类型、地理特征，

期冀获得特定层级边界运作机制的相关认识，以进一步充实、拓展历史政区边界专题研究的成果与深度。 

一、清代浙江省行政区域变迁及其边界格局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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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边界作为两个政区之间的界线，是组成政区的基本要素之一，由人为划定，也可以由朝廷根据实际的治理需要随时加

以调整。因边界问题事关地方政务运作与基层社会控制，所以传统国家一向重视“疆界管理”。雍正帝即曾以“界址不清”不利

地方管理为由，谕令各省督抚等详细清查、勘划边界: 

周礼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经界始。疆界所关，诚为至重。从来两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云、

贵、川、广等处为尤甚。间有一省之内，各州县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盗等事，则互相推诿。矿厂盐茶等有利之事，则互

相争竞，甚非息事宁民之意。各省督抚其共矢公心，详细清查，如与邻省地界有不清者，则两省各委贤员公同勘定。若本省内

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贤员勘定。
［2］457 

 

边界发生任何的变动可视作政区体系之变动，政区之所对应的空间区域发生变动，也势必会相应引起边界要素的“连锁反

应”。可以说，清代浙江政区边界格局之形成与发展，其根由之一即在于基于特定政治原则与地理背景之下的这种“区域调整”

与“边界运作”。笔者以为，政区边界格局之构建，无疑是包括政区边界关系之沿袭的，因清承明制，清代政区界域方面的“因

袭旧例”，便是直接地因明疆界之旧制，这一点可视作边界的历史积累现象。分疆划界事宜因关涉税收、司法等其他事务，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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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方行政的重点，政区的“疆界管理”也是地方官员有效施政的必备技能。
［3］

一般而言，任何较为重大的疆界调整事件皆应载

入地方文献而有档可查，但因诸多历史与人为因素的主客观制约，有关边界地带日常的行政运作过程的直接记载显得零星而不

成系统，具体研究中试图获得传统时期政区边界管理方面的丰富而连贯的有效信息，似乎存在较大的难度。 

现今的政区边界研究，尤其是县级政区边界的研究，虽不能因为传统史料中未见有关界域发生变更的明确记载，从而断定

清代政区边界关系没有变化，但从具体的行政区域调整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见于记载的朝廷对行政区域进行的各项划拨、

改属、新置等整顿措施，都将牵涉对政区幅员与边界等地域要素的考量。所谓“夫法不一而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

界，其先务矣”，
［4］

行政区域一旦发生变更，原有界域之变动则不可避免。在本文限定的地域以及典籍所记载的范围内，引起浙

江省政区边界变动的重要事由，主要体现于两类: 一是政区之改属，即凡改隶其归属关系引起的政区边界变动。如嘉庆年间，

杭州府海宁州“南沙”地方的改属绍兴府萧山县； 宣统三年至民国初年，象山、南田界域与治所迁徙之争；
［5］

二是政区之析置，

即析划旧地、新置州县引起的政区边界变动。如雍正年间析太平县界之楚门、老岸、南塘、北塘、芳杜、东岙、密溪、洞林及

温州府乐清县界之磐石、蒲岐、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置玉环厅。嘉庆元年，又将玉环厅所属石塘、石板殿等地往

属太平县；
［6］

宣统元年六月，于象山县之南田岛置南田厅属宁波府( 参见表 1) 。 

从表 1 所梳理的有关政区变动情形来看，有清一代，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交界区域之间亦未见有明显的辖

地分割与交换，省境之内并未发生规模较大的行政区域的划拨调整。政区等第的升格降级、县名更改等成为整顿政区体系的主

要策略，各级行政区域总体继承了明制，呈现较为稳定的局面。可以认为，浙江省与周边界邻区域之间基本维持着“固有之境

界”。
［7］

即便雍正年间，朝廷对全国各区域的政区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与浙江省北部紧密界邻的江南苏、松、常等府

也出现了因粮赋“分繁”而增设县级政区的政区改革高潮，浙江省的政区体系对此也未产生多大的连锁式反应。即便江南分省，

形成与江苏、安徽两省交界之局面，这也只是涉及高层政区内部幅员的划分以及新省之间确定界线而已，无关于浙江省界的实

际变动。
［8］

同时，其他绝大部分的府、州、县也基本维持了至少自明以来传统的“固有之境界”，表现出较为鲜明的继承性与稳

定性。例如台州府宁海县境，崇祯《宁海县志》记载其境界云: 

宁邑在郡东北大海上，东西一百九十，南北二百六十五里，是为提封之境，东界象山，西界天台，南界临海，北界奉化，

是为四正。东南自牛头洋入临海，西南自溪源入天台，东北自柴溪岭入象山，西北自杉木岭入奉化，是为四隅。„„东至象山

县界西溪岭一百一十里，东南至牛头洋二百五十里。南至临海县界宁和岭一百一十五里。西南至临海县界桐岩岭一百二十里。

西至天台县界白溪源八十里。西北至新昌县界苏木岭九十里。北至奉化县界栅墟岭七十里。东北至象山县界紫溪岭一百二十里。
［9］ 

按其辖境，与之存在界邻关系的县，共有象山、天台、临海、新昌、奉化等 5 县，这一界线格局与清代宁海县界的边界完

全相同。光绪《宁海县志》在叙述本县疆界之时，详细记载了依据西洋经纬测绘舆图而确定的四至八到之界点，而这些界点也

基本与明代宁海县境的“四正”“四隅”之界点保持一致，有的只是因为测绘精度的提高，对处于同一界段之上同一界点的里距

进行了校正，以及同一界段之上的不同界点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选择而已: 

东至西溪岭象山界六十九里旧志一百九十里。旧县境图作一百里。赤城志一百三十里。南至分水岭临海界八十四里旧志南

宁和岭一百一十五里，今宁和只八十二里，因宁和稍偏西南，故用分水岭。西至坐字岩天台、新昌县界六十三里旧志西至天台

白溪源八十里。案白溪源出天台华顶东南三十二里入县西境坐字岩之北。北至栅墟岭奉化界四十七里旧志七十里。东南至武曲

村入海一百零一里旧志东南牛头洋入海二百五十里，系海程。东北至界岭象山界五十五里旧志东北柴溪岭象山界一百二十里。

今界岭在柴溪村东，即旧之柴溪岭也，其稍南有石门岭，亦象山界，距县城五十三里。西南至桐岩岭临海界八十三里旧志一百

二十里。西北至横溪岭奉化界五十七里旧志西北苏木岭新昌界九十里。今苏木岭六十六里，因此岭稍偏西，故用横溪岭。
［10］

 

若以明代政区析置而定的界域在清代的沿革来看，“清承明制”的痕迹同样表现显著。据笔者梳理统计，自明洪武十四年后，

浙江境内共新置有 11 个县级政区( 别无其他层级的政区建置) ，其分别为: 宣德五年三月新置嘉兴府秀水、嘉善、桐乡、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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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县； 景泰三年五月分处州府丽水、青田等县设置云和、宣平、景宁 3 县； 景泰三年五月从瑞安县分设泰顺县； 成化五年

二月析台州府黄岩地设置太平县； 成化七年正月割金华府之金华、兰溪，衢州府龙游、处州府遂昌 4 县地新置汤溪县； 成化

二十三年十一月分湖州府安吉、长兴两县部分辖地新置孝丰县。以上 11 县之建置被完整地沿袭至清代，而明代各县辖境也十

分明确地构成清代各县的界域基础，包括其四至八到之界亦基本未见有变动。此处可再以清代黄岩县为例，对这一现象作进一

步的分析。据《明实录》记载，成化五年十二月壬申，台州知府阮勤以地迥难治，奏请析黄岩县南三乡地分置太平县，
［11］

分县

之后定黄岩之疆界为: 

东西三百一十里，南北六十里，是为提封之境旧志南北一百四十三里。东六十里海门山入海，西二百五十里苍山入仙居县

境，南五十里盘山入乐清县境旧志南九十里乔岭入乐清县境，北一十里戍铺岭即黄土岭入临海县境，是为四正之境。东南六十

里新河入太平县界旧志东南二百一十五里大闾入乐清界，西南三百里尘山入永嘉界，东北六十里赤山村，西北七十里义城乡皆

入临海界，是为四隅之境。
［12］ 

康熙《黄岩县志》所载与之同，乾隆《黄岩县志》中虽然对县境出现了不同的记载，但记载中涉及的四至八到的交界方位

等地理事实多有失误，光绪《黄岩县志》对此一一指出并详加考订: 

黄岩与临海、仙居、永嘉、乐清、太平接壤，东南界太平，东北界临海，志固无误。至所云西北入仙居，正西入乐清，西

南至盘山，正南至凤洋汛则方位皆错。西北界临海，其山路所出者曰车口，曰上奥，曰杨嶴，杨嶴大道通义诚岭，上奥小径通

三洲岭，车口小径通南蒋、北蒋，皆入临海，无达仙居者。自柔川二坪，茅坪五都二十余里方入仙居，乃正西也。又自乌岩而

宁溪而半岭而决要，乃入永嘉界，则西而迤南矣。与乐清相接者，则西南非正西也。一自小坑至御营，一自沙埠至太湖，一至

柏奥至盘山，盘山黄岩之正南，御营、太湖皆黄岩之西南，凤洋汛在石曲以下，邑之东南非正南也。此志之当改正者也。
［13］41

 

可见，黄岩县自析出县南三乡二十一都后，与其交界之县便多出县境之东南的太平县，即共与仙居、乐清、临海、太平、

永嘉等 5 县交界。及至清代，黄岩县的全部界段分布与此基本相同，只是部分志书对县境记载的界点以及交界方位出现了不够

准确的地方，而经过校正之后的黄岩县境，被厘定为: 

县在郡东南六十里，东西二百八十里，南北六十里，是为提封之境。东三十里栅桥入临海界，西两百五十里苍山入仙居界，

南五十里盘山入乐清界，北一十里戍铺岭入临海界，是为四正之境，东南六十里金清港入太平界，西南三百里尘山入永嘉县界，

东北二十里三港口，西北五十里义诚岭俱入临海界，是为四隅之境。
［13］42

 

对比前述明代析出太平县地后的黄岩县境记载，发现黄岩县于成化之后至于整个清代的幅员、辖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5 条

界段构成的县界维持稳定的状态，各界段所依附的显著界点前后大体一致，由之连缀而成的具体边界走向也一直被较为完整地

沿袭。 

与此同时，浙江省界邻的区域内所出现的多次政区调整，其中出于政治控制、赋税征收等目的的政区之间的分疆划界占据

了主流，各级政区及其各要素的变动之频率显然高于本省，政区整顿手段也显得较为多元，具体形式比浙江省丰富。不过彼此

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现象，如这一区域内的边界管理方面，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边界地区尤其是疆界错壤地带，派驻分防机

构如巡检司、通判、同知，以消弭盗匪动乱而控驭地方。
［14］

从政区建置的角度而言，即通过新增或调配行政建制，来强化边界

的边缘区、敏感区域的政治力量，重建社会秩序，以实现疆界管理的目的。 

有清一代，朝廷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中，除却维持治安这一首要职责以外，最重要的是征税和司法，即官方关注的焦点在于

刑名、钱粮等司法、经济、民事等事务。各项具体的行政运作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政治控制与社会防护，政区界线一旦由朝

廷与地方官员主导下被人为地划定，所对应的“疆界”便成为朝廷施政的重要空间基础，所谓“疆界正，田禄定，然后可以设

治，此疆域所昉也”，
［15］

“疆域之宜分也，以经界之宜正也。经界之宜正，以地亩宜清而赋税宜均也。分疆域，正经界，而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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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田而粮，不粮而田者少矣，养民之务，孰急于此”。
［16］

除非因州县界址交错不清，地方管辖中出现了互相推诿扯皮，从而导致

较为重大的政治隐患或社会矛盾，一般朝廷对各府、厅、州县的具体界址的态度是一旦划定便注重“久远得以遵据”，
［2］457

以维

持传统境界。从有关政区边界的文献梳理情况来看，清代浙江省境内源于界线两侧( 如界邻的县之间、界邻的府之间) 的地方

文献有关界点及界线划定的记载很少有矛盾之处，同时亦罕有两个政区之间因界邻区域的归属产生争议，虽然其中也会反映一

些由政府主导下对界线本身的勘划与厘定以解决界域纠纷的情况，如光绪《开化县志》记载雍正三年( 1725) 奉旨新勘疆域分

界，各处俱立有界碑；
［17］

光绪《永康县志》记载康熙三十六年( 1697) ，知县沈藻即奉督宪之命勘准县境界址，
［18］

以及雍正《浙

江通志》等文献，记录江、浙两省因军事分防而引起的今嵊泗列岛一带的海上划界。
［19］

但这一类的事例十分少见。由此可见，

朝廷对政区边界地带的控制表现出一定的散漫性。一般只有在触及政区重新划分时或者边界地带发生不可控的治安事态使得中

心地域遭受威胁之时，疆界问题才会进入官方的视野从而赋以正式的关注，文献之于直接的勘界、分界等事宜记载也表现出一

定的“忽视”。 

若追究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所表现出的继承性与稳定性之成因，笔者以为可以多角度进行探索，其中政治因素在地理

空间拓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研究指出，基于传统国家赋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理念与强调收

支相抵的财政政策，清代国家的赋税制度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定额化”倾向，赋税制度的“定额”也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包括

改隶州县、添设官员等在内国家行政支出的扩张规模。在传统国家追求赋税定额与政区稳定的背景下，因清代浙江省的各级政

区体系在地域管辖方面属于“疆域广狭布置适宜”“控制既已得宜”，
［20］

故其辖地改属、析置政区等行政区划调整也就显得不太

必要。只是考虑到如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等特殊地域的日渐开发成熟，以及军事战略上的地缘重要性等，朝廷由此

采取了政区等第的升格或直隶厅或散厅之建置等政区调整策略，以适应地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从而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这样旨在“维稳”的行政理念，以及凸显“继承关系”的制度背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传统国家在各级政区疆界管理中的策略

倾向，即本着地方秩序稳定的意图，为规避直接的辖境调整，特别是官方勘界等所带来的较为高昂的行政成本，朝廷更多地倾

向于对传统境界的维持，或尽力寻求其他替代性举措( 如通过地方府州县之间的跨界合作等方式) ，以解决界邻区域的政治控

制问题。 

二、政区边界空间类型及其特征分析 

为正经界、区分疆域而划定的各级政区界线不会停留于人为的意识层面，通过具体的一系列政治运作，它势必落实于现实

的地表，并依附于特定的地物要素，以呈现出某种确定的地理形态。界线坐落于地表，即表现出对地物要素的选择，而这一选

择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空间过程，其内在的驱动力，除却基于特定的政治合理性的考量，还来自于由地貌、地形等条

件所构建的空间地理背景的支撑。由于浙江省辖境内较为显著的自然地理条件，故各级政区界线通过历史时期不断的“边界积

累”以及调适过程，及至清代已开始凸显出较为成熟的空间地理特征。 

以界线的地理形态而论，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的类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 4 种情形: 以海( 海岛或洋面) 为界； 以山

( 山岭或山系) 为界； 以水( 江、河、湖、溪、塘、荡等水系支流) 为界； 以普通聚落点( 村庄、市镇等) 为界。 

(一) 以海为界 

“以海为界”即是以海岛、洋面为界。在浙江省 12 个统县政区内，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嘉兴府、绍兴府、宁波府、台州

府、温州府、定海直隶厅及其所辖之部分滨海县级政区中。因其部分辖境由陆地延伸至海上，近海洋面以及错落的大小岛屿成

为政区之间划定疆界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方面。典型的案例，如江、浙两省之间关于今嵊泗列岛的勘界与划界，定海直隶厅与

宁波府( 镇海、象山、慈溪) 之海界，温州府玉环厅、乐清县、永嘉县、台州府太平县之海界，以及温州府瑞安、平阳两县海

界，宁波府象山与台州府临海两县之界等。以上界线不论是高层政区界线、统县政区的界线还是作为基层政区界线的县界，都

无一例外涉及以海岛为界点的近海洋面之划分。同时，比起陆上湖泊的盈缩、河道的迁徙、滩涂的涨退、林地的消长等，近海

洋面以及海岛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流动性”。除非大面积的海水涨潮，引发岛屿的湮没或者板块运动引起的并海成陆等，作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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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洋面与海岛自身作为地理实体不会发生过于剧烈的地理变迁，一旦被人为地确定为地方辖境的分界，其所具备的较为强烈

的权属特性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如宁波、台州二府交界之“台明屿”) 。不过，传统社会对海洋地理认识毕竟存在一定程度的

局限，以洋面或海岛为界的意识并不能表现出十分精确的意义。有些文献记载包括舆图资料都会反映出对近海之界记载的一定

程度的模棱两可，乃至文字资料与舆图所绘的彼此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点便存在于，作为分界点的洋面或岛屿，很多人烟罕至，

虽历史时期有沿海居民的垦殖，但总体开发仍然不足。对于官方而言，对海岛的分划拨转在巡查缉私等方面所显示的海防军事

意义，要超过基于刑名、钱粮的行政管辖意义。同时，岛屿作关键分界点的自身归属分析往往也颇费周折，如下文有关省界研

究中的清代浙江东北海中的大洋山、小洋山、马蹟岛、陈钱山等若干山岛( 即今嵊泗列岛) ，其作为省之界线无疑，然单凭文

献对于界线的记叙，仍不能十分明确断定界线走向与这些岛屿的关系。具体的研究包括边界绘图中只有通过反复梳理文献记载

( 文字、舆图等) ，借助岛屿的权属分析，以判断“界岛”的不同情形，即岛归甲属( 或乙属) ，界在岛外； 界穿岛而过，岛

为甲、乙之共属，从而划定边界的完整走向。 

(二) 以山为界 

“以山为界”之意，即指每两政区之间以山岭或者山系等为划界的标志性地物，从而使得界线的布局取得符合天然形势的

便利。以浙江全境来看，“以山(岭)为界”的现象，在包括衢州府、严州府、处州府以及杭州府西部、湖州府西部等地所处的浙

西地域以及温州府西部(与福建福宁府交界)表现得十分明显。笔者在复原政区边界、考订各级界点之时，入选的显著界点很大

一部分即是坐落于边界之上的山、峰、岭或者山系，而这一特点鲜明的界线空间布局与浙江省境内的山系分布息息相关。如天

目山、昱岭、仙霞岭、枫岭、雁荡山、括苍山、天台山、会稽山、四明山等多处山脉，呈现“西南—东北”走向贯穿于全省境

内，
［21］

这些主要山脉的布局为省内统县政区级及其省际的高层政区界线的划定提供了重要地理依据，如浙江与安徽、江西两省

之界，即在以山为界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据笔者统计，光绪年间《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浙江省图》中标绘出与

安徽广德、宁国、绩溪、歙县、休宁、婺源，江西德兴、玉山、广丰，福建浦城、松溪、政和、寿宁、福安、霞浦、福鼎 16州

县之界，即 16 个县级政区界段之上明确为界点的 53 例，其中以山或岭为界者有 34 例，占到总数的 64．1%，其余的界点有 18

个为关隘，1处为双港溪(以河为界，浙江温州府、福建福宁府之界，其余穿界而过却不以河段为界的支流，此处不计为界点)，

而一般关隘皆设置在险要的山岭之上(如孔夫关、白沙关、昱岭关、分水关等)，故以关隘为界可视作由以山岭为界衍生出的一

种边界现象。这一分界情形在光绪三十四年所成的《大清帝国全图》之《浙江省图》中也有极为相似的反映，该图中在与安徽、

江西、福建三省 7个统县政区交界的 7个统县政区界段的界线上，明确标绘出(依逆时针方向):青岘山、马头山、东虎山、佛岭、

董岭关、将军山、孔夫关、黄苕山、莲花峰、西天目山、石柱关、白沙关、黄花关、阳干岭、绩岭、昱岭关、汪岭、银山、金

玉山、万岁岭、小莲岭、大莲岭、遥坞、鸡曲岭、际岭关、西华山、鹿洞山、白沙关、槐荫山、双凤山、云雷山、大尖山、浮

盖山、白岩山、泉山、横坑山、黄沙隘、官山、黄阬隘、富源山、文山、青田隘、青草隘、双港溪、天分隘、墩头隘、叠石关、

西关、分水关等共 49个界点，其中为山岭及山系者共 30个，占到总数约 61．2%(若计入关隘的 17处，则比例将升至 95．9%)。

这里的简要统计、分析，便足以反映一个传统政区边界的事实，即山岭或山系以及衍生而出的关隘等皆构成了浙江省界中的重

要因素，而这些山岭、山系又无不成为两省水系的重要分水岭，如衢州府境“西邻江西，山势连绵，南走闽省，其形如脊，脊

西水皆入江西，不入浙省，脊东水皆归浙江不入江省，唯南北各有一水，贯通两省，流亦不长”。
［22］ 

同时，以山岭或山系为界在统县政区的界线方面也有较为显著的反映。如宁、绍二府之界，四明山系便为重要的天然分界

标志。衢州府、处州府以仙霞岭为界，杭州府、湖州府以天目山系为界。台州、处州二府以括苍山系为界，“括苍峙临海、仙居

二县间，绵延及于处州之缙云、丽水，址跨两郡，雄秀阻深”。
［23］

大盆山(即大盘山)系构成台州、金华二府境之水的分水岭，“始

丰溪出其东北，画溪出其西北，九曲溪出其西南，其东南又出诸小溪入永安溪”，
［24］

由此该山系也就为二府分界的重要地标。至

于微观尺度下基层政区界线方面“以山岭为界”的现象，则更为普遍，此处仅举两例:如宁波府奉化县北部与鄞县之界，据宣统

二年《宁波府图》所标绘的界线之上的显著界点，统计后共有:岩顶山、四明山、西山、鄞江、茅山、走马塘市、马岭、金峨山、

分水冈、道陈岭、虾爬山 11个，其中山岭占据 9个，占比约 81．2%。另如青田县西南部与景宁县界，其界线之上的显著界点有:

后山坳、青草尖、笔排尖、寮坑坳、笃州尖、大茂尖、九曲峰、浅杨坳、十八欠坳、上山岭顶、上岳山、下金山、界山、马首

尖、坪后山、朱竹山、箓桐隘(有界碑)、石佛山、盖花红山、胡岸岭顶、湖头山，合计 21个，其中山、岭有 16个，占比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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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中，介入山岭因素的布局特点广泛而显著。 

(三) 以水为界 

“以江、河、湖、溪、塘、荡等水系支流为界”的分界现象，则主要在浙西杭、嘉、湖三府地区表现明显。所谓“浙西杭

州半山半水，湖州亦然，嘉兴水多山少，实为泽国”，
［25］

杭嘉湖之民则概称“泽国之民”。
［26］

因为水系网状发育，支流繁茂且纵

横交错，其间“环江带湖，纵为浦，横为塘，其支流所在，为港、为泾、为荡、为浜、为瀼、为淹、为溇，随地异名”，
［27］

故政

区边界因复杂的水系格局而交错分布的情形极为普遍。以江、河、湖、荡、漾、溇等水体为交界的例子屡见不鲜，诸如“浙江

一名渐江，自桐庐东北来，迳富阳县为富春江，东北流至算账岭入县西南境，东经渔山埠，江心有涨沙曰铜盆沙，又东迤北迳

县南入仁和界，南岸界萧山”。
［28］258

绍兴府境内的西小江一名钱清江，出萧山县南临浦镇，“东北屈曲流，又折东南穿运河而东入

山阴界，自发源至此，皆与山阴分水”。
［28］270

 

“太湖在(乌程)城北，西北与长兴县接境，东北与江南吴县接境，东与江南震泽县接境，水面以小雷山为界”，
［29］567

嘉兴县

之“东南一里有南湖，接秀水县界”，
［28］261

县境之北由境内水系所潴的南官、北官、连四、梅家、陆家诸荡，俱入江苏吴江。
［28］

261
嘉善县境之汾湖“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北接江苏吴江界”，

［28］262
其境内“祥符荡在嘉善县西南二十里，与秀水县接界”，

［30］
“其

北沈家、白鱼、上白诸荡，西北有乌盆潭、木斜湖、吴家漾，并接江苏青浦界”。
［28］262

湖州府归安县境内有钱山漾，漾之西为乌

程界，县境之南有洛舍漾，其东南德清界，西南武康界。
［31］

 

另如长水塘在嘉兴县南三里，“源出海宁州硖石诸山，流经桐乡县东南，又东北入嘉兴县界。东接练浦塘，又东北合秀水县

鸳鸯湖东派及海盐塘诸水，会为滮湖。稍北而东折出会龙桥，水分两派，一为汉塘，东入平湖县界；一为华亭塘，东北入嘉善

县界”，
［30］

一条支流南北纵贯海宁、桐乡、海盐、嘉兴、秀水、平湖、嘉善 7 州县，“长水塘自海宁、海盐缘东南界入海盐、嘉

兴为界水”。
［32］2132

北沙渚塘、中沙渚塘、南沙渚塘接运河之水，流经石门、桐乡两县之界，是为东西向的三条平行的支流，其中

南沙渚塘入海宁、桐乡为界水，
［32］2132

秀水县境内之烂溪，“西北自桐乡入，入震泽、吴江为界水”。
［32］2131

 

因浙北诸多支流小水汇流以后，皆向北注入太湖，太湖南缘遂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溇港，而这些溇港也成为了分疆划界的重

要地标。如“小梅港在(乌程县)城北十八里，有小梅山，山之西为坍缺港石塘，属长兴界”，自小梅港迤东，分别有“西金港一

作西山港，顾家港、官渎港一作管大港、张婆港、宣家港、宿渎港、杨渎港、泥桥港、寺桥港，凡九港”。又东即大钱湖口，“自

大钱迤东为计家港一作纪家港、诸溇、沈溇、安溇、罗溇、大溇、新泾溇一作新泾港、潘溇、幻河溇一作幻湖溇，一作幻溇，

今称夏溇、西金溇、东金溇、许溇、杨溇、谢溇、义高溇一作义皋溇、陈溇、濮溇一作薄溇、伍浦溇、蒋溇、钱溇、新浦溇、

石桥溇今称石桥浦、汤溇、晟溇一作盛溇、宋溇、乔溇、胡溇，凡二十七溇，东接江苏震泽县境，以胡溇中心分界”。
［29］571

所谓

“溇”是为诸多支流水系汇聚太湖的长期稳定的注水口，如小梅口即是乌程县境内小梅港汇入太湖处，大钱口即是苕溪流入太

湖处，所以溇港也可看作是水系衍生而出的水体要素，而太湖南缘最东之胡溇(今湖州市吴兴区东北部的胡溇村滨太湖处)成为

江浙两省之界。此处以“溇”为界以及前述以河、湖、塘、荡、漾等多种水体为界的现象，表明浙江北部平原一片“泽国景观”

下，复杂繁密的水体要素在疆域经界的整合中，融入程度之高，以及融入形式的相对多元化。 

(四)以普通聚落点为界 

考察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的空间分布特征时，“以特定聚落点为界”的分界现象自然不能被忽视。这里所强调的“特定

聚落点”，主要是指坐落于界线之上的边界性市镇，它与江南区域内普遍存在的其他市镇在历史起源、经济结构、商业功能以及

与乡村之间关系的特点等诸方面具有共通性，皆属于江南市镇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只是这一类具有边界性质的市镇在微

观的地理空间以及政治过程运作方面，鲜明地表现出“跨界”的特征，即市镇之地处于辖境边缘，为两地分界之界标，或人为

划定的政区界线直接穿过了市镇区域的内部(如民居、街巷、桥梁或水网)，市镇空间被分割成属于两个甚至多个不同政区单位

的部分。这样的“以市镇为界”现象在浙江省境内，尤其是杭、嘉、湖等府境之内，可以发现诸多的案例。笔者通过梳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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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舆图文献，整理出清末浙江地区所有的“边界市镇”，具体见表 2。 

 

依表 2 之梳理，12 个边界市镇共同的特征即是“镇区”之地处于界域之边缘而毗邻他县，或市镇自身为两县或两县以上的

行政单位分辖，从而成为界段之上不容忽视的显著之界点。市镇所跨越之界的层级则涵盖了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县级政区等 3

个层级，其具体的情形又较为复杂，部分市镇地域只是涉及纯粹的县级界线，有的则兼及基层政区、统县政区的两级界线，有

的甚至直接囊括了 3 个层级的界线，从而在多个政区之间有着交错复杂的“空间互动”。具体如塘栖镇，“东西相距六十里，南

北相距二十五里”，
［33］33

东至语溪，北抵德清，西至奉口，南向仁和，有乔司、临平、小林连壤相错，“界仁和、德清而西南所界

并及钱塘„„仁和以唐棲为镇，而德清志亦以唐棲为十都乡镇，并及青林、句垒等村，盖水南隶仁和，水北隶德清”。
［33］4

 

濮院镇“嘉邑所属为长水乡，秀邑所属为灵宿乡，桐邑所属为梧桐乡，桐邑之名由此„„吾镇适为三乡之会”。［34］南浔

镇其“镇属乌程县震泽下乡十七区四十三都，按震泽上三十五都至三十九都，震泽下四十都至四十三都，今浔镇为一百六十三

庄至七十一庄止，分西栅上、下塘，东栅大桥湾、马家港，南栅张王庙、苏鲁桥，北栅万善庵、唐家兜各村庄„„东栅外百步

即震泽县地界，东栅外有极乐庵，西旁有分乡墐之西为怇之一圩浙江界，墐之东为大幹字圩江苏界”。
［35］

个别市镇如乌镇(一作

乌青镇)则分属桐乡、乌程，错落在 2个高层政区、3个统县政区、7个基层政区交界处，其地“为两省三郡五邑壤地相错之区，

溪经港维，几同丝焚”，
［36］220

极尽犬牙之势，空间地域结构更为复杂，所谓“南栅东属桐乡，西属乌程，南属归安„„北栅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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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西属乌程，东北秀水、吴江交界，西北属震泽„„东栅属桐乡„„”。
［36］228-229

与此同时，据上表分析，亦可见这一类“边

界市镇”多集中分布在杭嘉湖地区即所谓传统江南地域之内，杭嘉湖以外的其他区域内数目则相对寥落(共计 5 个，占总数 17

的 29%之弱)。 

三、余论 

边界是构成政区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填充、区分地域空间与政治空间的地域要素。“行政区与经济区、自然区等各种类型

的区域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区别之一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行政边界线”，
［37］

边界线内部所蕴含的界线长度、走向以及重要地

表标志物诸要素，无不直接依赖于一定的地理背景，其格局之形成则有其丰富多元的空间基础。地球表面原先即存在着若干的

山岭、湖泊、沼泽、海岸等自然性质的地物，其边缘性的或其他部分都可能具有地理界限的作用，并为生活居住在其周围的人

群或组织所利用。
［38］

但边界线并非天然形成，它毕竟是基于人为因素而划定的结果，即行政主体通过对地形、地貌等地表结构

的认知，借助于实现权力空间配置的政治过程对行政区域进行的分疆划界。政区界线的人为性特征，即表现在来自历史开发、

制度与政治观念等方面的人文因素，深刻地作用于自边界出现之始的整个发展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而论，边界线长度的厘定、

具体走向的确定、重要地理界点的选定乃至政区边界格局的塑造及其变动，不仅离不开人为因素，而且某种程度而言，它更是

根源于特定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等诸方面所融汇而成的“人文力量”。 

纵观有清一代，浙江省政区边界格局整体表现出鲜明的历史继承性与稳定性，浙江省辖境之内各级政区界线经过历史时期

不断的边界积累与调适过程，及至清代已开始凸显出较为成熟的空间地理特征。以界线的地理形态而论，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

界线的空间类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 4 种情形:以海(海岛或洋面)、山(山岭或山系)、水(江河湖溪塘等)、普通聚落点(村庄

与市镇等)为界。上述四大政区边界的空间类型，无疑是浙江空间地理基础与人为政治过程不断互动融合的结果，也构成了政区

边界要素所处区域“地理特性”的象征。分析浙江省政区边界的格局构建以及空间类型，将有助于加深各级行政界线发展规律

的脉络性认识，也为今后具体地置身于历史的现场去考察各级政区在疆界管理方面的运作规律奠定较为扎实的基础。 

注释: 

①代表成果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

系［J］．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1998；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J］．历

史地理，2003(19)；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9-166．冯贤亮．明清

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J］．历史地理，2006(21)；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

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曾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等机构合作，于 2001年

正式启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CHGIS)的研究开发项目。该研究工作将制定一套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对所有能发现并能够

确定的地名进行编码，进而予以数字化地显示于地图之上。截至目前，相关研究工作已发布阶段性成果，研究者借助于复旦大

学禹贡网发布的 CHGIS检索平台，可较为便利地查阅 1820年、1911年两个年份的全国疆域、地名、行政界线等数据演示。1820

年数据演示暂时只涵盖了高层政区界线即省界，而 1911年数据演示则包括了全国部分省份县级行政界线。但十分遗憾的是，该

项成果未能公开说明绘制的过程以及给出地图绘制的相关依据，部分界段的绘制也并未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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